
1955 年，在辽阳北郊的三道

壕村，考古队挖出了我国第一个

大型西汉村落遗址。

里边最震撼的宝贝，竟然是

一把距今2000多年的“铁犁铧”。

它可算得上是当年的“农业

黑科技”了：牛拉着它，破土深、松

土快，还能锁住土里的水，一犁下

去，能顶10个人刨地。

那个年代，

能用上这样大铁

犁的村子，到底

有多先进呢？

一个顶十个
本报记者 孙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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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罕见 东北独有

汉代辽东的“样板乡聚”为何被遗忘
本报记者 王晓领 文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巨型农具

这件文物出土时的实测数据：长 40.2 厘

米，后宽 40.6 厘米，銎口高 13 厘米，重 19 公

斤。这是一件典型的汉代大型全铁犁铧。

“铁器的普及应用，是辽阳古代农业发展

的一次重要进步。”董平说。

1955 年，三道壕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正式

启动。在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农业生产工具

数量最多，有铁铧、铁铲、铁锄、镰刀等。而这

件巨型铁犁铧，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

董平介绍，这件铁犁铧以铸造为主，局部

锻磨加工，结构稳固，受力均匀，能够有效增

加耕地深度，疏松土层，保水保墒。这些技术

特点在当时属于领先水平。为了验证它的实

际耕作能力，后人曾进行复刻试耕实验，结果

很明确：该犁可稳定入土15.5厘米，耕作拉力

大，作业稳定性强。如果用一头壮牛或两头

牯牛拉拽，可持续耕作两小时。

“它的耕作能力优于同时期普通农具，适

合大规模农田开垦和深耕作业。”董平说。

在三道壕遗址还出土了灌溉水井、粮食

加工石磨以及各类耕作、除草、收获农具。董

平认为，这些遗存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汉代农

耕生产体系，“从播种到收获，从灌溉到加工，

各个环节都有对应的工具和设施。”

体系完善

西汉时期，襄平（今辽阳）为辽东郡治所

在地，是汉代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辽东郡的基本情况：辖 18 县，覆盖今沈

阳、鞍山等区域，户籍 5 万余户，人口超 27

万。朝廷在辽东郡专设铁官，官营冶铁作坊，

推动了铁器制造走向规范化、规模化。

有了产业基础，农具的生产和普及才有

了保障。董平说，辽阳地区发现多处汉代铁

矿遗址，出土了铁镢、铁锤、铁砧子等工具。

“这说明当地拥有较为完整的冶铁生产链，能

够自主批量生产铁质农具。”她举例说，从太

平沟、牌路沟等遗址出土的开矿工具，以及区

域内出土的耕种、除草、收获、加工农具，都印

证了汉代襄平地区农业体系的完善。

依托本地冶铁产业，辽东地区率先实现

了铁农具的全面普及。从开荒破土、整地起

垄，到中耕除草、秋收加工、农田灌溉，农具配

套齐全，技术体系完善。对比当时其他地域，

董平说，战国至西汉早期中原地区大多使用节

省铁料的铁口犁——仅在木犁外镶嵌铁刃，结

构相对简单。而同期辽东襄平地区，已使用全

铁巨型犁铧，体量达到中原犁铧两倍以上，性能

和工艺均处于领先水平。这种适应辽东环境的

专用犁具，被学界命名为“辽东犁”。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犁？董平给出了解

释。辽东地区冬季漫长，冻土坚硬，春季地温

偏低，普通小型农具难以完成深耕作业。巨

型全铁犁自重重、刃面宽、结构稳固，能够有

效破开冻土、深翻土层。通过起垄耕作抬高

土层，可以提升地温，优化田间光照条件，缓

解低温对农作物生长的制约。

董平还提到了另一个功能：这把犁兼具开

沟作用。“它可以直接用于农田沟渠开挖和水

利修缮，提升灌溉效率。”一件农具同时解决耕

地和开沟两个问题，在当时是很实用的设计。

这种巨型全铁犁的使用，推动了辽东荒地

开垦与耕地拓展。董平认为，这标志着汉代东

北土地开发正式进入规模化、精细化的阶段。

农耕兴盛

在全国农耕技术逐步推广的背景下，辽

东凭借先进的犁具技术和成熟的耕作模式，

成为汉代农业发达地区之一。农具革新提升

了农耕产能，辽东形成了稳定的农业格局。

董平引用古语来形容当时的农业状况：“拽耙

扶犁，麦秀两歧。”意思是耕作有序，庄稼长势

好，一穗麦子出两个麦穗，形容丰收景象。

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后来的历史进

程提供了支撑。董平告诉记者，东汉末年公

孙氏治理辽东时，能够维持区域稳定，与当地

充足的农业产出有直接关系。

辽阳汉魏壁画中描绘的市井生活，也是汉

代辽东农耕兴盛的反映。董平说：“壁画里能

看到炊煮、宴饮、庖厨等场景，如果不是农业有

富余产出，这些不会出现在墓葬壁画中。”

辽阳大铁犁出土至今已有 70余年，长期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但董平认为，公众

对这件文物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辽阳大铁犁

就是直接的证据。”她说，“我们现在研究汉代东

北，不能只依靠文献记载。像这样的实物，才是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董平看来，辽阳大铁犁不仅是一件农

耕器具，更是汉代辽东地区农业发展和文明

开拓的历史缩影。它印证了古代东北并非荒

芜边陲，而是拥有成熟农耕文明、手工业体系

和社会秩序的区域。这件文物为研究汉代东

北发展史和中华农耕文明多元格局提供了实

物依据。让更多人了解它背后的历史，是当

下最应该做的事。

一件铁犁见证东北古代农业高度
本报记者 王晓领

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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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提到汉代农业，首先

想到的是中原地区。实际上，东北

地区在当时也有很高水平的农业

文明。”辽阳博物馆研究馆员董平

这样说。

她所说的证据，是一件出土于

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的巨型

铁犁铧。后世称之为“辽阳大铁

犁”，如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被收录在《中华农器图谱》中。

辽阳大铁犁

辽宁文脉绵长，古遗址、古遗存遍布各

地，但其中有不少像三道壕一样，长期处在公

众视野之外。早在1955年，著名考古学家、博

物馆学家李文信就发表了《辽阳三道壕西汉

村落遗址》发掘报告。70余年过去，这处遗址

依然鲜为人知。学术资料的稀缺，恰恰说明

它还有太多值得深耕之处。

不一般的聚落

梳理三道壕遗址的考古脉络，首先需要

澄清一个常见误解：这并非一处普通的汉代

乡村，也并非军事屯戍驻地。

遗址位于辽阳太子河西岸的冲积平原，

汉代时是辽东郡治襄平（今辽阳）的近郊。中

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郑君雷介绍，遗址整体

占地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这个规模远超一

般秦汉乡村聚落，甚至超过许多汉代县治城

址的面积。即便仅发掘1万余平方米，仍然清

理出6处居住址（发掘平面图上还标出了第七

居住址）、11眼水井、7座砖窑、两段铺石道路，

还有368座儿童瓮棺葬。遗迹分布规整有序，

功能分区清晰，展现了一个布局完整的汉代

聚落。

有人评价其为汉代“规划有序、设施完备”

的宜居社区，规整程度堪比现代小区。郑君雷

认为，这种说法虽略有夸张，但该遗址的规划

性与完备性在汉代边疆聚落中确实少见。

6处居住址都是独立宅院，间距保持在15

至30米，互不干扰又紧密相连。所有宅院呈两

排规整排列，房屋大多朝南或偏东，偏西向开

门，采光合理，布局通透。院内水井、菜园、猪

圈、牛马栏、厕所一应俱全，生活配套相当成

熟，打破了人们对汉代北方村落简陋粗糙的固

有印象。宅院周边分布着砖窑，各居住址之间

有卵石路和铺石大路相连。居住、生产、生活

区域划分清晰，形成了成熟的聚居体系。

结合出土遗存与聚落特征分析，三道壕遗

址具有农、工、商混合的特点，显然不是普通自

然村落。郑君雷表示，三道壕位于辽东郡治襄

平附近，属于“边塞”地区中的“内地”，与抚顺

至沈阳一线的燕汉长城还有一段距离。墓地

均按“宗族关系”或“宗法组织”埋葬，成人墓一

般为夫妻合葬，不太可能是士兵驻扎的屯戍据

点。一般聚落中出土兵器也属正常。

排除自然村落和屯戍据点的可能，三道

壕的性质应在“乡”或“聚”的层面上考量。用

今天的话说，大致相当于县以下、村以上的行

政单位。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工商业，

宜称为辽东边郡的汉代乡聚遗址。

不寻常的经济生活

辽阳博物馆研究馆员马鑫向记者提供了

一组数据：三道壕遗址共出土各类文物 19 万

件，数量大，种类也多。“这处遗址最鲜明的标

签，就是发达的农耕文明。”马鑫说。辽阳东

部山区铁矿资源丰富，当地冶铁业在西汉时

期已经相当成熟。遗址里出土了犁铧、耧脚、

锄头、铁铲、铁耙、镰刀等全套铁制农具，品类

齐全，形制规整。这足以证明西汉时期辽东

地区已经普及了比较精细的农耕技术。

一同出土的还有炭化高粱。这说明2000

多年前，高粱已经是东北的主要农作物之一。

而就铁农具工艺水平而言，三道壕工艺放在同

时期的全国乡村遗址中也排在前列。换句话

说，汉代东北的农业发展程度，并不比中原差。

除了成套农具，其他出土遗存也值得关

注。郑君雷把话题引向了这个聚落更多元的

生产生活方式。他说，这里发掘出了陶瓮、陶

罐、陶盆、陶钵等大量日用陶器，其中一部分

陶器上刻有“昌平”“军厨”等字款。“这很可能

是区域外销的商品化器物。”郑君雷说。此

外，铁锛、铁凿、铁钻头等专业铁制工具，适合

用于窑业加工，说明当地有常年性、常态化的

手工业生产，也有农闲时的副业生产。

三道壕还出土了铜铁兵器、玛瑙和琉璃珠

饰、耳珰等装饰品，还有刀钱、“一刀”小圆钱、

小“半两”等流通货币以及各类车马构件。

“千秋万岁”瓦当、云纹瓦当、筒瓦、绳纹

砖、陶井圈……这些高端建筑构件的发现，同

样让人印象深刻。郑君雷分析，这些构件除

了满足本地聚落自用，结合遗址内规模化砖

窑的遗存来看，很可能也用于外销。著名历

史学家许倬云也曾在《汉代农业》一书中提

出，汉代的三道壕村落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用

来烧瓦的窑，但从其原始的结构与有限的容

量看，这种生产并不是全天候的。不过，在那

里至少发现了一个由两个一样的窑组成的复

合窑，说明当时可能已经通过两个窑的轮流

使用，在向全天候的生产发展。或许可以推

断，他们的产品同样要在外地的市场上销

售。中国国家博物馆著名学者孙机曾经算过

一笔账：按照汉代手工业的技术水平推算，遗

址内的砖窑每年可以生产约60万块条砖。规

模化、产业化的手工业生产，加上活跃的区域

商贸，都体现了这个乡聚的经济活力。

从日常炊具、生产工具，到建筑构件、流通

钱币，大量出土文物拼出了一幅西汉辽东百姓

生产生活的完整图景。这也是中原文化向东

北传播与融合的直观见证。像“千秋万岁”瓦

当、云纹瓦当这类器物，是汉代较高等级聚落

的标志性建筑构件，进一步佐证了三道壕乡

聚的特殊地位。而陶器上的“昌平”“军厨”字

款，则是当时区域物资调配和商贸流通的直

接物证。成套的手工业工具、车马器以及各

类流通钱币加在一起，恰好勾勒出一幅农商

并举、商贸畅通的汉代辽东边疆发展图景。

郑君雷还提到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祭祀遗存。“部分古井中发现的完整马骨和人

骨，并不是村落废弃后留下的。”他告诉记者，

这些遗存很可能与汉代的“井祭”仪式有关。

正是这些看似特殊的发现，为研究汉代民间信

仰和民俗文化提供了难得的考古证据。

被低估的文化遗产宝藏

三道壕遗址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马鑫给

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它见证了西汉时期中

原文化与东北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

西汉时期，辽阳称襄平，是辽东郡治所在

地，也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道壕遗址作为襄平城外的大型村落，曾经

是中原文化向东北传播的重要载体。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处规模宏

大、遗存丰富、价值极高的汉代遗址，却经历

了难以挽回的破坏。20世纪 50年代初，三道

壕村的村民为了发展生产，开始修建现代砖

窑。这一挖就是4年，大面积取土作业持续不

断，大量古遗址土层和文物遗存被破坏、清

运。由于当时文物保护意识普遍薄弱，没有

人知道这片土地下面埋藏着汉代文明密码。

无数珍贵文物就这样被当作废土丢弃了。

转机出现在1954年。辽阳当地文物工作

者邹宝库发现了异常遗存，并上报到省里。李

文信带队实地勘探后，确认这是一处大型西汉

聚落遗址，紧急叫停了施工。但1955年正式发

掘时，原本100万平方米的完整遗址，仅残存约

1万平方米未被破坏。大量核心遗存已经永久

消失，成为考古界的一大遗憾。

如今，距离那次发掘已过去70余年，三道

壕依然冷门。为什么会这样，郑君雷向记者

分析了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学术界

对汉代乡聚遗址的研究关注度偏低，相比于

都城遗址、墓葬遗址，乡村聚落研究长期处于

边缘地位；另一方面，公众考古普及不足，优

质的乡土历史资源没能走进大众视野。他举

例说，与河南省内黄县三杨庄同等规模的汉

代聚落遗址相比，三道壕的知名度、传播度和

研究成果都有较大差距。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郑君雷的回答很

直接：三道壕遗址拥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

值。这样一处重量级遗址，不仅为研究汉代

乡聚的行政属性、生计模式、空间布局、人口

规模与日常生活场景提供了鲜活的样本，更

直观印证了汉代中原文明对东北边疆的深度

影响。这正是古代各民族交融共生、东北地

域融入华夏大一统格局的重要物证。

观察观察

在辽宁辽阳太子河西岸
的一片冲积平原上，静卧着一
处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村
落遗址。它的名字叫三道壕。

如今，知道它的人并不
多。在知网检索“三道壕”关键
词，仅有十余条相关文献。研
究成果寥寥，与这处遗址的实
际价值形成不小反差。事实
上，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
是全国罕见、东北独有、规制
完整的汉代大型聚落遗存。
它保存着西汉时期辽东地区
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痕迹，为
今天的人们了解汉代东北社会
文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辽宁省博物馆复原

了三道壕的形貌。

辽阳大铁犁 张 宏 摄


